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1), 408-415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59    

文章引用: 王涵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与重塑[J]. 法学, 2024, 12(1): 408-415. DOI: 10.12677/ojls.2024.121059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与重塑 

王涵颖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8日 

 

 
 

摘  要 

案件数量的庞大与司法资源的相对有限，是司法实践中长期面临的现实问题。司法不断改革，试图达到

在合理限度内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即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在两高三部

指导下，颁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可见刑事司法改革的决心。中央政法委

工作会议曾明确提到“要在借鉴辩诉交易等制度的合理元素的基础上，抓紧研究提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试点方案”。而该制度经过几年的发展，其实践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今解决中国实践问题、有效

借鉴外国相似制度便是当今之计。本文以本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核心展开论述，重点探讨该制度所存

在的实践问题并结合域外相似制度进行分析、借鉴，以更好重塑本土制度。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辩诉交易制度，认罪协商制度，制度借鉴，本土重塑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in Practice 

Hanying Wang 
Law Schoo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Oct. 17th, 2023; accepted: Nov. 2nd, 2023; published: Jan. 18th, 2024 

 
 

 
Abstract 
The large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relatively limited judicial resources are long-term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judicial practice. Judicial reform continues, trying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use of 
judicial resources within a reasonable limit, that is, on the basis of judicial justice, to achieve the 
maximum of judicial resources.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can be seen in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issu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wo and three ministries. At the working meeting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and Legal Com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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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it was clearly mentioned that “we should study and put forward a pilot scheme to improve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reasonable elements of the system 
such as plea bargaining.” After several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is syste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Now it is the best way to solve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and learn from similar foreign system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nd analyze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similar systems outside the country, so as to better reshape the lo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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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概念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承认由司法机关所指控之事实，自愿

接受其处罚时，在实体与程序上给予认罪主体一定从宽的制度。该制度也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

条中有着明确记载。1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原因 

2.1. 司法效率的提高 

案件积压现实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一直存在着对应上的难题。而正是基于这一司法现实情况，提出

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不仅是在实体上于被告人一定从宽处理[1]，更在程序上一定减负。 

2.2. 被告人利益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人有利之处主要体现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即保障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

悬而未决的案件，无论是对被告人、被害人、甚至整个司法制度秩序都是一个致命打击。而深受其害的

便是直接作用者——被告人的权益受损。被告人获得及时的、公正的审判，不仅是司法公正应有之意，

也是保障人权的基本体现[2]。 

2.3. 被害人权益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减轻其诉累与实现其内心公正。该制度有利于实

现案件自身的繁简分流，优化程序，进而使得被害人及时获得公正的审判结果。当程序得到简化时，也

用同样意味着被害人的诉累的减轻。当相关案件发生时，法院依法裁判并得出公正审判时，也要注重对

被害人经济方面的保障。司法公正于被害人而言，固然重要；但使其及时的得到公正，同样重要。 

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中国特色剖析 

目前，少有基于我国本土诉讼制度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以及对西方制度的剖析。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

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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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土制度与外国相似制度的合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有自身的中国式特色，但又与西方制度有着相似之处，即与如美国的辩诉交易

以及德国认罪协商制度等具有或是制度目的、或是法律价值等的重合之处；比如说，部分学者认为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是对量刑情节，如自首、立功、坦白等的进一步发展，又认为认罪认罚带有一定的“意思

自治”意味。而“意思自治”特点与美国辩诉交易具有目的重合之处。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认为该制度

是对本国已存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认为该制度包含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内容。而除了上述，个别

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着实质真实主义，可以根据案件自身的不同性质以决择证明标准。这些

认识角度都有着以外国辩诉交易制度、认罪协商制度等相似制度来评价我国自身制度的特点。 

3.2. 改革制度与已有学理、法理存在一定冲突 

目前的研究都是集中研究、探讨我国制度改革后的实践成果，甚少有学理性的分析与总结。因而，

改革后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已存的法理、原则性概念等存在一定冲突。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

允许控辩双方在法律框架内就量刑上进行协商，而这种做法与我国诉讼模式存在一定冲突。因“协商”

本身更是一种当事人主义的特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协商尺度的把握问题，尽可能做到协商尺度与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两相呼应；同时，也应关注从学理层面对于实践问题的探讨，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

适用的相应程序是否与我国已有繁简分流程序、特殊程序存在程序的衔接问题。 

3.3. 对认罪认罚从宽的本土性定位尚不清晰 

我国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的制度性研究，形成了如今刑事诉讼法中的规范文本概念。但是，通过对此

规范概念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其还是未说明清楚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认为适用的两高三部的《关

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虽对于所应用之范围有所规定，但对于该制度自身特色是什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核心“认罚、认罪、从宽”具体含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立法理论与司法运用衔

接的问题[3]。 

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 

4.1. 适用范围存在模糊地带 

目前，我国《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5 条 2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即贯穿于诉讼全过程，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从相关条文以及实践中，可总结得出，该

制度不仅适用于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所审理的相关轻罪案件；而在重罪案件中亦可适用[4]。另一方面，

我国相关法律虽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但是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可适用。一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复杂、

疑难、涉密案件应谨慎适用。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 15
条规定 3，即犯罪嫌疑人虽认罪认罚但应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或者依法不予从宽情形。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

我国主要是为宏观角度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无罪名和刑罚的限定适用，而微观层面只是针对部分

情形作出从严把握从宽的规定，因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旧存在着适用范围的模糊。 
在实践中，该制度在审查标准上应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综合评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应犯

 

 

2《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5 条：适用阶段和适用案件范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

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 
3《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 15 条规定：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虽然认罪认罚，但所犯罪行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提出量刑建议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或者依法不予从宽：(一)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二) 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三) 虽然罪行较

轻但具有累犯、惯犯等恶劣情节的；(四) 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五) 其他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或者不宜从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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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实及情节等与案件有关的因素。在诉讼程序上，对于一些轻罪案件可有所对程序的简化，但重罪

案件仍应适用普通程序，因重罪案件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较大，坚持普通程序更有利于对当事人相关

法益的保护。 

4.2. 证明标准问题 

前述已经说明，我国法律对此制度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模糊，而实践中该制度适用类型较广。因

此，部分学者建议坚持阶梯形证明标准原则。也可言之，对于一些轻罪案件，应着重审明被告人、犯罪

嫌疑人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以保障审判的公正性；而对于重罪案件还应对与案件相关物证等

客观证据进行调查，使得相关证据能够拼凑成一条客观的证据链。对于轻罪、重罪等不同案件，其证明

标准应有所把握的不同[4]。但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司法效率，但证明标准问

题影响重大不可轻易更改。不能简单因为案件的量刑、罪名的轻与重而将证明标准“简化”，因证明标

准涉及的是该行为人是否犯罪，只有完整讨论其是否构成犯罪，才能在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基础上进一步

按照其行为性质定罪、量刑。 

4.3. 相应程序的构建 

首先，应构建好认罪认罚审理程序。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说明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

理由并提交相关证据的卷宗材料；而人民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审理前，应对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

行审查，并将相关审查结果告知相关当事人。最后，立法应细化与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相关庭审流程[4]。 
控辩审之间关系不是一个流水线作业，而是一个互相监督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控辩双方在

一定程度上处于平等协商地位，但是公诉机关本身的国家机关属性，也使得控辩双方关系并不会形成实

质平等；因此，要保障辩护律师发挥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应有之意，即在法律所认可的限度内，为其

当事人争取到最大化的刑事利益。这本身就是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的一种监督之意；另一方面，人民法

院应对认罪认罚案件作出进一步审查，以保障协商的过程、内容以及最终结果都是建立在被告人、犯罪

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以及合法的基础上进行。 

4.4. 相关实体问题分析 

首先，应明晰该制度是一种独立制度还是依存性制度。独立制度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有着

独立诉讼价值，而不同于其他认罪从宽制度的一种制度；它既是一种独立的刑事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

司法原则；它既适用于实体，也适用于程序，是一项综合性的法律制度；而依存性说则认为，该制度是

依附于坦白、自首、立功等从宽情节的一项制度。但这种说法有一定缺陷，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其

他相关从宽制度混淆，不仅混淆了自首、立功等情节自身的从宽性质，也未认识到本土制度的独特诉讼

价值。 
其次，认罪认罚并不意味必然从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 4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也即“可以”就

意味着并不必然从宽，从宽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认罪与悔罪态度、

其认罪悔罪对司法资源的影响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再次，如何从宽。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范围应参考诸多因素。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幅度应当与自首、

坦白等量刑情节有所区分，以免混淆用途[5]。从宽的幅度应参考前述认罪者认罪认罚的阶段、程度、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

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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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司法效率等价值的作用，进行一个综合与合理的判断；从宽应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

程度等进行合理分流[4]；对相关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悔作出一定规定[6]。而对于反悔规

定已在《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5中作出明确。部分学者认为还可

以增加关于恶意性认罪认罚当事人的制裁措施，对相关认罪者的相关上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但个人不

赞同这一做法，上诉权作为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护其法律权益的核心权利，

不能简单因为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悔而轻易剥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初衷在于实现案件自身繁

简分流、优化司法程序以节约司法资源[7]。虽然这种恶意性的认罪认罚行为不仅未使该制度发挥其应有

之义，还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造成相关当事人诉累等不利后果。对于此种恶意行为所引起的不利后果，

要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一定制裁。对于制裁，可从量刑建议的调整、程序的从简转普通等进行实质和程序

上的制裁。这样，不仅利于发挥本土制度的应有之作用，也是对相关诉讼参与人权益的正当保障。 

5. 域外相似制度的辨析 

5.1.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刑事被告人就一项或多项指控进行认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让步。这种

让步实则是检察官对被告人的罪名指控、量刑建议、刑罚种类方面的一种减轻。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原因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有诸多相同点，但不同亦存。与辩诉交易

制度相比，我国制度具有单向性的特征，也即根据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和认罚表现来给予一定从

宽。然而，与之不同，辩诉交易则具有双向性的特征，是控辩双方达成合意，形成协议。辩诉交易制度

应用于取证艰难或证据瑕疵、以及检方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基本确认的情况下，但按照基本程序难以

移送或难以获得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一种制度。然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进行[8]。 
通过将此两种类似制度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两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5.2. 德国认罪协商制度 

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主要是指被告人部分或者全部地承认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放弃申请证据调查，

放弃上诉权，在同案犯中作证等等，法院根据其认罪认罚行为对其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或量刑范围的制

度[9]。 

德国认罪协商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协商须以被告人有罪供述为条件，法院需在适当情况下，与

有关程序参与人就程序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第二，罪名以及保安处分不得为协商标得；第三，协商不

得违背刑法相关基础性原则，如调查原则和罪责原则。也即，法院仍需对有关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法院

所做的相关定罪量刑应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社会危害性以及认罪者自身危险性相适

应，做到罪责相当；第四，协商的达成不以被告人认罚为要件[10]。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与德国认罪协商制度的不同之处：第一，证明标准不完全相同。德国坚持实质真

实主义，法院有依职权进行调查有关事实真相的义务，坚持“排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美国更注

重形式正义，不要求做到德国的证明程度。法院仅需确认有关事实基础即可。第二，协商主体不完全相

同，德国以法院为主体，美国则以检察官为主导。第三，协商内容不尽相同。美国可就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罪名、罪数、量刑等进行广泛协商。而德国仅能就量刑和程序进行协商[11]。第四，量刑让步程度

 

 

5《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三十四条：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庭审中反悔不再认

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了解反悔的原因，被告人明确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撤回从宽量刑建议，并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考虑相应情况。依法需要转为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

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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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因德国坚持调查原则与罪责原则，因而最终协商所得量刑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应承担

的刑事责任中。而美国坚持当事人主义和处分原则，因而量刑让步程度大[10]。 

6. 制度借鉴 

从前述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辨析，可见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制度有相似之处，但不同居多；另一

方面，我国强调实体真实主义与倾向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也与美国所奉行的当事人主义和形式真实主

义不同；从这一角度看，或许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于我国制度的发展更有借鉴意义。 
前述已阐明德国认罪协商制度本身与罪责刑原则的冲突，致使该制度对德国刑事诉讼结构产生冲击。

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与德国类似，因而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可能难以避免会与本土诉讼结构产

生冲突。对于该制度所造成的冲击，我们可通过研究德国制度冲突解决方式与我国本土自身情况进行结

合式分析。 

6.1. 协商主体由控辩双方改为控辩审三方 

我国近年来一直主张建设与发展“审判中心主义”，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若依照原来

的协商结构，我国的“审判中心主义”易被架空，法官沦为形式摆设。但也有人质疑让法官参与会有损

法官居中审判的中立性，此说法有一定道理。因而在改变协商模式后，需设立相应实体与程序制度来对

法官行为进行管控。换言之，可将整个协商的过程、内容本身和结果记入相关卷宗，方便查阅与后续监

督，实现司法责任制的落实。 

6.2. 始终坚持调查原则 

法官不得仅因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就免除对被告人口供的证据等的调查义务。德国在实践中效仿美国

的辩诉交易制度中仅依据被告人的供述就作出定罪量刑的情况，而影响就是德国本身实质真实模式与美

国形式真实模式的冲突，两国诉讼模式的差别使得难以兼容。当然，坚持证据调查义务并不意味着要像

普通程序一般，这样便失去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繁简分流的设立意义之一。 

6.3. 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适用该制度始终坚持底线，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12]。认者与不认罪认罚者在量刑上虽应有所差异，

但这区别因符合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即，认罪认罚后，所减轻的量刑应与被告人、犯罪嫌疑

人的社会危害性、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及其主观恶性相适应。 

7.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与发展 

法律本身是其本土文化的一种反映，而不同国家间法律的互鉴，必然会面临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因

此，需在中国已有的法律制度基体上，吸取西方相似制度之精华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7.1. 本土法律资源的梳理与分析 

我国虽无辩诉交易制度、认罪协商制度本身，但也不乏相似的程序性做法。体现于速裁程序、刑事

简易程序、和解程序以及不起诉程序[13]。但无论是该四种程序的适用条件、适用过程等都与美国以及德

国协商制度本身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四种程序不存在实质上的商讨环节；而我国简易与速裁程序对案

件证明标准的要求更为严苛。虽这些程序本质是一种“简化程序”，与辩诉交易追求程序简化的目的一

致，但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质内容存在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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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也与美国辩诉交易在“程序从简”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有诸多的不同之处。比如，证

明标准降低问题、罪名商议问题、是否具有合同效力不同[14]。而诸多的不同，也是本土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独特的体现。因而，无论是简化程序亦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与辩诉交易制度存在诸多不同。 

7.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 

7.2.1. 程序设计 
该制度的运行程序主要包含两方面：一则，启动程序；二则，分流程序。 
启动程序——罪状认否程序 
普通程序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程序简化的划分依据在于是否认可罪状。其次，法官需严格

审查被告人是否是在完全了解自身行为和所认罪的性质的基础上，自愿做出的认罪。对于非真实、非自

愿、非明智的有罪答辩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避免为了效率而忽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次分流程序 
被告人罪状承认与否仅是对案件初次分流，还需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进行再次分流。在

初次分流时，已对案件事实、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案件进行了初次筛查。而二次分流程序的作用在于对案

件确然性与证据充分性的二次审查，并根据案件确然性与证据充分性程度分别适用相应简化程序，如不

起诉程序、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等。 

7.2.2. 制度保障 
一个制度能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除了其本身制度的优劣外，还需要有相关配套机制的辅助，帮

助其有效的贯彻实施。而对于辅助协商制度的采纳，可借鉴美国相应制度。而与辩诉交易制度相辅相成

的制度有三：沉默权制度、律师保障制度、证据开示制度。 
1) 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指被追诉人面对司法人员的讯问时保持沉默的权利。 
沉默权是被追诉人对检察官司法权力的抵抗。这种权利也是对控辩双方司法地位上的平衡。目前对

于我国是否存在沉默权制度依旧存在诸多看法。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

明示沉默权。因此，我国应先对沉默权存在与否进行实质回答，并开展相关制度的立法建构。 
2) 律师保障制度 
对律师的保障主要在于保障被追诉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明智性、真实性以及增强其与控方在辩诉

交易中谈判的实力。但目前我国律师保障制度是不完善的：一是律师案件覆盖面较窄，尚有部分被告人

无条件聘请律师及无资格享有法律援助，存在“辩护权”的名不副实，虽然值班律师正在逐渐普及以达

到对被告人法益权利保障的补充。但值班律师也只是对辩护权的补充性保障，有效辩护原则的体现仍然

在于对律师的保障。二是律师会见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律师与被追诉人会见渠道堵塞严重。 
因此，律师保障制度应针对性解决以上问题，实现辩护全面覆盖，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 
3) 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是指在庭审开始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举证材料，便于双方更好应对庭审。证据开示

制度在辩诉交易中有两个显著作用：其一，可增加控辩双方对审判结果的可预知性，推动辩诉交易制度

动力的产生；其二，是对被追诉人认罪答辩合效性的保障。再次，实现控辩双方在谈判上筹码的透明化，

促成有效辩诉交易的产生。我国两高三部所颁发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对证据

开示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

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15]。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人的证据开示义务，即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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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

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但对于制度本身，我国法律并未对证据开示的范围做出较为明晰

的规定，立法机关需及时回应该处适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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